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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高新区承担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其对经济增量的促进作用已被很多学者

证实，而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却有待探究。为研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从经济与环境耦合

视角构建 ＲAM 模型，实现对城市绿色转型水平的新测度，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 269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

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净效应。研究发现: 中国各地级市的平均经济效

率与环境效率走势基本一致，均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平均绿色转型效率波动较小; 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

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不存在影响，而对非资源型

城市的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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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转型是近年来为破解环境约束、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提出的转型新理念。绿色转型强

调两个方面: 一是保护生态环境; 二是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发展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理念同可持续

发展理念是一致的，最终的落脚点是发展，即在人类活动维持地球本身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提高经济

增长速度的同时创建良好生活环境。
绿色转型需要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作为创新驱动

战略的重要实现载体，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 一直承担着推动技术创新、促
进经济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截至 2018 年底，国家高新区数量达到 168 个，而 2008 年国家高

新区仅有 54 个，十年间增加了 2 倍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高新区作为区域创

新的引领高地，更应承担国家使命、奋力拼搏、开拓创新、后发赶超。
对于中国来说，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促进城市及产业转型都是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核心政策目标。

然而国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贡献与问题并存，其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在现有的治理模式

下，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增量”和“转型”的双重考核标准，往往会权衡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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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高新区政策的作用［1］。国家高新区对经济增量的促进作用已被很多

学者证实［2］，那么它的设立是否促进了城市绿色转型?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

现有研究进行拓展: 一是论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机理，构建理论框架; 二是从

耦合视角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通过 ＲAM 模型探索对城市绿色转型水平的新测

度，实现对城市绿色转型程度的准确评价; 三是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 269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

双重差分法分析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效应，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 一) 文献综述

对绿色转型的评价和程度识别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现有的研究

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一是从贡献视角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环境效率行

业所占的比重等常被看作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衡量标准［3］，如李斌等［4］、王勇和刘厚莲［5］的研究。二是

从脱钩视角看，当环境压力及资源消耗的强度慢于工业增长速率，则意味着工业实现了绿色转型升

级［6］。三是从系统观视角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效率水平与其所在环境的良好互动，是实现绿色转

型的必要基础［7］，可以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绿色转型程度。四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通过构

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模型计算转型水平，从该视角研究绿色转型的学者较多，如庞瑞芝和李

鹏［8］、Shao et al．［9］、张江雪等［10］、He et al．［11］。绿色转型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发展两方面，因

此本文将生产活动的经济外部性纳入考察范围，通过构建包含环境影响和资源约束的模型计算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形成对绿色转型水平的准确评价。然而上述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利用数据包络

分析技术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DDF、非径向 SBM 进行评价和测度，前者的假设条件严格，易与实际情况不

符，后者损失了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始比例信息，效率评价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12］。Sueyoshi and Go-
to［13］在 Cooper et al．［14］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环境 ＲAM( Ｒange Adjusted Measure) 模型，这个模型不仅是非

径向和非角度的，而且避免了主观设定模型参数，同时 ＲAM 模型具有加性特征，可以将城市的经济效率

与环境效率统一在一个耦合的框架下，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包含环境因素的效率测度。李涛［15］采用基于

松弛的ＲAM 模型，将经济效率、环境效率整合在统一的联合效率框架以测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情

况，并通过对耦合程度的观察判断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程度。本文借鉴 Sueyoshi and Goto［13］和李涛［15］的

方法对城市绿色转型进行研究，从耦合视角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更为科学、
合理。

国家高新区在推动绿色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环境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的新理念，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整合优化创新资源，构建新型生态城区，探索出了一条绿色新型城市化道路。国内外学者主要从

以下三方面对高新区展开研究: 一是高新区的发展问题。Cao［16］认为国家高新区因创新支持体系不

完善、研发投入低等问题制约其发展，黄春铃等［17］认为国家高新区整体产出效率较低且发展不均衡，

程郁和陈雪［18］认为早期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限制了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二是高新区的

创新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受多种要素的影响，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探究，Saxenian［19］认为高新区的创新绩效受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Park［20］肯定了政府对科技

园区发展的重要性，姜彩楼和徐康宁［21］认为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高新区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范柏

乃［22］、闫国庆等［23］从不同角度建立指标体系对其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三是探究高新区作为一项政策

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文献主要研究了国家开发区对经济绩效［2，24］、企业规模及生产率［25 27］、产
业结构调整［28 29］、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0 31］的影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集约、高效、绿色的发展道

路是新常态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以绿色转型打破经济总量增长瓶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鲜有文献以设立国家高新区为政策冲击，以政策落实的基本单元———城市

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设立国家高新区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这也为本文接下来的研

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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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机制与假说

国家高新区对绿色转型的政策作用依赖于对绿色转型理论内涵的把握。尽管关于绿色转型的界

定、理论和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但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已经得到了高度

的认可。
经济效益。在经济建设初期，政府会对国家高新区进行大量投资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其

给予税收、土地、人才、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优待，以此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随着园区的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会带动关联产业集聚，在园区内企业交易成本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形成了

规模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
技术创新。国家高新区凭借优惠政策吸引了丰富的创新资源，包括优秀的人力资本、优惠的税收

激励以及财政补贴等政策，同时来自科技、管理、金融等方面的支撑服务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创新发展

环境，强化了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32］;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所具有的“技术势能”有助于提升国家

高新区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前瞻性主导优势产业、衍生其他新兴技术产业，带动区

域创新能力提升。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现象往往产生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高端化产业往往污染较小。在高新区内，聚集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正逐步成为主导产业，这种发展方向同绿色发展所要求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方向一致。
高新区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推动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保障。

然而，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产业发展、企业合作、人才引进、技术创新四

个层面进行阐述。
产业结构趋同。部分国家高新区在设立之初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目标、技术

发展水平以及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和互补性，彼此之间未能从区域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出发形成合理

的分工，导致资源错配，无法实现与当地经济联动发展，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33 34］，不利于具有

竞争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成长。
企业合作机制不健全。国家高新区内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使得企业间缺乏合作意识，关

联性不高，不利于带动城市绿色转型［35］。
人才吸引力不足。国家高新区内人才引进机制尚不完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并且随着各类开

发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家高新区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同时这种因高层次人

力资本缺乏所带来的园区内产业配套能力不足制约了企业后续发展［36］，致使园区技术创新能力和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受限，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后劲不足。
企业创新水平不协调。国家高新区的企业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和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大部分科

技成果的转换率很低［36］。同时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不平衡性”，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不

一定协同带动其他生产环节的效率改进，反而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和谐，不利于全产业链上的劳动生产

率提升，阻碍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抑制了城市绿色转型。
假说 1: 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促进作

用与抑制作用并存，其最终影响则要看两者的影响力大小，若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则存在正向影

响; 若抑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则存在负向影响。
由于各个地区拥有的资源禀赋、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政策不同，会导致同一经济政策发挥

不同的效果［37］。资源型城市在资源禀赋、政策优惠、初始经济发展等方面与非资源型城市均存在较

大差距，因此，同样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对这两种类型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可能存在较大的

差异。
假说 2: 国家高新区对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不同。两种类型城市的资源禀

赋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可能产生不用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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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 ＲAM 模型的城市绿色转型水平测度

( 一) 研究方法说明

ＲAM 模型具有加性特征，可以将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统一在一个耦合的框架下，从而度

量城市的绿色转型水平。因此，本文选择 ＲAM 模型对城市绿色转型水平进行测度。
假设有 k 种投入要素 g = ( g1，g2，…，gk ) ∈ Ｒ+

k ，l 种产出要素 h = ( h1，h2，…，hl ) ∈ Ｒ+
l ，m 种能源

投入 i = ( i1，i2，…，im ) ∈ Ｒ+
m，n 种环境污染产出 p = ( p1，p2，…，pn ) ∈ Ｒ+

n。假定 t 时间相对于产出前沿

面的投入与松弛变量分别为: sgk ≥ 0，k; shl ≥ 0，l; sim ≥ 0，m; spn ≥ 0，n。分别构建城市的经济效

率模型、环境效率模型、绿色转型效率模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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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指标选取

1． 劳动投入

用有效劳动时间衡量劳动投入较为准确合理，由于缺乏相关数据，选择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进行

度量。
2． 资本投入

用永续盘存法估计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度量资本投入。公式为: Kt = It /Pt + ( 1 － δ) Kt－1。其中，Kt

为 t 年末资本存量，Kt－1 表示 t － 1 年末资本存量，我们借鉴柯善咨和向娟［38］、陈龙等［39］ 的做法估计

2008 年资本存量; It 表示第 t 年的名义投资，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Pt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δ
表示重置率，用折旧率代替，我们参考单豪杰［40］、韦文雪［41］ 的做法将资本折旧率设为 10． 96%。

3． 能源投入

我国城市能源消费方面仅公开了用电量、煤气和液化石油气消费量等数据。本文选取城市全年

用电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原因是电力消耗数据由计算机记录，相比于煤炭和石油的数据更为准确，

且电力需求的 GDP 弹性与总能源非常接近［42］。
4． 期望产出

选取各城市 GDP 作为期望产出，采用平减指数法换算成以 2008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
5． 非期望产出

利用熵值法原理计算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数度量非期望产出。在以往二维数据基础上进行改动，使

之可以根据熵值原理计算面板数据的权重。设有 m 个城市，n 个年份，l 个指标，xtij 表示 t 年城市 i 的第

j 个指标。面板数据的熵值法如下: ( 1) 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 x' tij = xtij / xmax，负向指标 x' tij = xtij / xmin ;

( 2) 确定指标比值 x″tij = x' tij /∑ t∑ i
x' tij ; ( 3) 计算熵值 ej 及变异系数 gj，ej = － 1 / lnl∑ t∑ i

x″tij lnx″tij，

gj = 1 － ej ; ( 4) 计算权重 ω j = gj /∑ j
gj ; ( 5) 计算综合污染 Hti = ∑ j

ω j xtij。

图 1 中国城市绿色转型效率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294 个地级市，去除

数据缺失严重城市，选取 2008—2017 年中国

269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国家统

计局》《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通 过 MAX-
DEA7． 1 软件对中国城市绿色转型水平进行

测度，结果如图 1 所示。
城市的绿色转型是以经济和环境两方面协

调发展为前提的，从全国各地级市平均绿色转

型效率、平均经济效率、平均环境效率的整体波

动趋势来看，平均经济效率与平均环境效率两

者走势基本一致，均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十年间变化率分别为 4. 3%、3. 8% ; 平均绿色转型效率的波

动较小，仅在 2016 年与平均环境效率表现出一致的上浮，随后又与整体发展趋势一致。平均效率指标反

映全国各地级市的整体平均变化水平，但就各地级市而言，可能存在较大差别，但因为本部分所得结果主

要用于下文被解释变量的度量，且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出各地级市的效率变化情况。
四、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 一) 模型构建

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国家高新区名单，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已先后设立 156 个国

家级高新区，存在一市多区的现象，156 个国家高新区共对应着 134 个地级市。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一般情况需要设立实验

组虚拟变量 treat( 控制组，treat = 0; 实验组，treat = 1) 和实验期虚拟变量period( 政策实施前，period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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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后，period = 1) ，两者的互动项 treat × period 则表示政策虚拟变量。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存在很多

不同的政策实施年份，因此，本文建立的模型需要采用多期 DID 方法，设置政策虚拟变量 DID，若该年份已

建立国家高新区，则 DID = 1; 若该年份未建立国家高新区，则 DID = 0，据此构造如下模型:

UGTi，t = α0 + α1DIDi，t + γXi，t + θt + μi + εi，t ( 1)

( 1) 式中，UGT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绿色转型效率，DIDi，t 为是否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政策虚

拟变量，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化水平、政府政策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自然资

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
(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选取城市绿色转型效率作为城市绿色转型水平 UGT( Urban Green Transition) 的代理变量，数据来

源于前文利用 ＲAM 模型所得到的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数值。
2． 核心解释变量

选取是否设立国家高新区作为政策虚拟变量 DID，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家高新区的名

单及设立时间赋值，进而得到 DID 的取值。
3． 控制变量

根据文献阅读及前人成果总结，本文选取如下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 1) 城市化水平( urban) ，用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 2) 政府政策干预程度( government) ，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与单

位就业人员的比值衡量; ( 3) 经济发展水平( pergdp) ，用人均 GDP 的对数值衡量; ( 4) 对外开放水平

( open) ，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 GDP 的比值衡量; ( 5) 自然资源禀赋( resource) ，用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

从业人数衡量; ( 6) 基础设施建设( infrastructure) ，用城市道路人均占有面积衡量。
五、实证分析

( 一) 基准模型检验

本文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设立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检验，回归

结果见表 2 中的模型 1。
表 2 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

全组
模型 1

资源组
模型 2

非资源组
模型 3

DID － 0． 002 7＊＊

( － 2． 24)
－ 0． 000 9
( － 0． 54)

－ 0． 004 0＊＊

( － 2． 40)

urban － 0． 001 0
( － 0． 18)

0． 049 4＊＊＊

( 5． 74)
－ 0． 028 6＊＊＊

( － 4． 08)

government 0． 001 5＊＊＊

( 2． 86)
0． 001 1
( 1． 59)

0． 001 8＊＊

( 2． 20)

pergdp － 0． 003 5＊＊＊

( － 2． 58)
－ 0． 003 8*

( － 1． 89)
－ 0． 002 1
( － 1． 18)

open 0． 024 0
( 1． 01)

0． 105 0＊＊＊

( 3． 2)
－ 0． 047 3
( － 1． 43)

resource － 0． 000 8＊＊＊

( － 6． 79)
－ 0． 001 7＊＊＊

( － 8． 48)
－ 0． 000 5＊＊＊

( － 3． 51)

infrastructure 0． 000 1
( 1． 15)

0． 000 2*

( 1． 66)
－ 0． 000 2
( － 1． 22)

_cons 0． 995 9＊＊＊

( 100． 68)
0． 986 4＊＊＊

( 65． 00)
0． 996 6＊＊＊

( 78． 57)
time effect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individual effect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2 196 873 1 323
F 72． 21 107． 9 66． 2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模型 1 可得，国家高新区对全国

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系数为 － 0． 002 7，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家高新

区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

作用。城市绿色转型效率包含了经济

效率和环境效率两方面，是兼顾了经济

与环境两者统一发展的一个指标。部

分学者从经济发展层面考虑了这一影

响，并得出了高新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

用，如刘瑞明和赵仁杰［2］从经济增量角

度证实了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发展

具有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 谭 静 和 张 建

华［43］从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证实了高

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本文综合考虑经济与环境耦合在

一个系统中所得到的结论却是，高新区

的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

抑制作用，高新区设立所产生的问题大

于其对经济的贡献，由此给城市绿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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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带来的不利影响高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致使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起

到了抑制作用。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政府干预程度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绿色转型

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 二是转型周期长的问题。因此，如果

政府不进行干预，社会就要付出环境资源代价和时间成本。政府的适当介入则放大了市场机制的正面作

用，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促

进作用与负向影响同时存在，实证结果表明负向影响作用更大，抑制了城市的绿色转型。自然资源丰富

的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并且依靠资源开采和制造产业为主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因此自然资源禀赋对城市

的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用。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 二) 异质性检验

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在资源禀赋、政策优惠、初始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因此高新区的

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差别。根据 2013 年国务院界定的资源型城市目录，将 269 个

地级市分为 110 个资源型城市和 169 个非资源型城市，实证结果如表 1 中的模型 2、模型 3 所示。
高新区的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不存在影响，而对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

用。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同样的政策对这两种类

型城市的带动作用存在差异。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污染较严重的资源型行

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较高份额，高新区的建立若无法与当地地区特色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提高科

技创新效率，则难以带动固有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模式提升，资源型城市仍以原有资源型产业

的开采和加工为主，高新区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微弱，对城市绿色转型不存在显著影响

作用。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打破，高新区的建立更容易产生政

策效应，由于产业结构趋同、人才吸引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综合来看，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对

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用。
( 三) 稳健性检验

根据基准模型结果，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除此之外是否有可

能存在其他政策因素或随机效应产生这一结果。为了排除这一因素检验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我们

需要对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反事实检验。
本文将各城市设立高新区的时间分别提前 1 年和 3 年，如果政策虚拟变量显著，则说明设立高新

区抑制城市绿色转型可能是由其他政策变革或随机性因素造成的; 如果政策虚拟变量不显著，则说明

高新区的设立抑制城市绿色转型这一结论可靠。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提前 1 年和 3 年的高新区虚

拟变量并不显著，表明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抑制作用稳健。

表 3 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全组 资源组 非资源组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DID-advance1 － 0． 002 6
( － 1． 6)

－ 0． 001 8
( － 1． 05)

－ 0． 002 8
( － 1． 61)

DID-advance3 0． 001 3
( 0． 95)

0． 001 4
( 0． 70)

0． 001 3
( 0． 71)

X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 997 0
( 101． 74)

1． 002 9
( 105． 27)

0． 984 1
( 65． 59)

0． 990 0
( 68． 15)

0． 999 9
( 79． 40)

1． 005 7
( 81． 74)

tim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ividua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196 2 196 874 874 1 324 1 324
F 70． 79 66． 43 109． 83 112． 94 62． 06 5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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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及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的重要战略措施，然而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贡献与问题并存。为了检验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净

效应，本文首先从耦合视角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通过 ＲAM 模型探索对城市

绿色转型水平的新测度，进一步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 269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

分析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净效应。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各地级市的平均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两者走势基本一致，均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平均绿色转型效率的波动较小，仅在 2016 年与平均环境效率表现出一致的上浮，随后又与整体发展

趋势一致。
第二，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一些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

虑，得出了国家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的结论，而我们将经济与环境耦合在一个系统中，综合

考虑这两方面影响，得出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由于产业结

构趋同、人才吸引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给城市绿色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高于了正向影

响，致使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绿色转型起到了抑制作用。因此，国家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逐步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提高企业的合作意识，优化企业的外部合作环境; 现阶段各开发区之间竞争

激烈，人才争夺严重，国家高新区应积极建立完善的人才吸引机制，尤其是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 积极推动全产业链环节的创新，避免创新活动的不平衡性导致产业链上短板环节制约经济

发展和影响城市绿色转型。
第三，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不存在影响，而对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起到

了抑制作用。两种类型的城市在资源禀赋、政策优惠、初始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国家高新区

的设立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国家高新区在建立之初便要充分考虑到城市资源禀赋的特点、城市区位

优势、产业发展目标、产业之间关联性等问题，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支柱产业，推动产业结构

的升级及城市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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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
On Comparison betw een Ｒesource-based Cities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FU Yao1，HE Weida2

( 1．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Beijing 100007，China;

2． Donlink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undertakes the task of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high-tech zones have both contribu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eco-
nomic growth has been confirmed by many scholars，while its role i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remains to be explored． In or-
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igh-tech zones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builds a ＲAM model to measure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level from the coupling perspective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uses the panel data of 269 prefecture-lev-
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and analyzes the net effect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basically the same trend，showing a trend of decline year by year，and the average green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is basically unchanged．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have a certain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green transfor-
mation of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they have no effect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while they inhibit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Key words: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green transformation; ＲAM model;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resource-base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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